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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算法科技伦理的外在形式和内容仍囿于单一且效力较低的伦理层面，难以产生显著的约束效果，算法科技伦理治理方式面临完善转型的紧迫需求，为此，关注与利用法律元素，为将模糊的伦理框架落地为具体法律制度设计、促进算法科技伦理发展提供参考。剖析算法科技伦理的生成逻辑与内涵结构，发掘其存在因外在形式单一性、低效力性和内容要素软法性、倡导性导致的自律规制失范现象，证成算法科技伦理法制化转型的必然性，并通过在线问卷调查分析其法制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算法科技伦理及其准则认知十分有限，对算法技术的广泛应用存在着一定的担忧，在自身合法权益受侵犯时难以得到有效救济，并呼吁各主体积极承担责任，希望采用算法科技伦理与法律二者有机结合的手段促进算法的良性发展。据此，进一步就算法科技伦理的法制化进路提出开展专门立法、建立审查制度等对策建议，确保算法活动合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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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ization of Algorithm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bookmark: PePindex9]Cai Lin, Yang Guang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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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external form and content of algorithmic technology ethics are still confined to a single and less effective ethical level, which is difficult to produce significant constraint effect, and the governance mode of algorithmic technology ethics is facing urgent need of improvement and transform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d uses legal element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lementing the vague ethical framework into the design of specific legal system,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lgorith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generation logic and connotation structure of algorith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explores the phenomenon of its self-regulation anomie caused by the simplicity of external form, low effectiveness, soft law and advocacy of content elements, proves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leg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algorith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and analyzes its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through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algorithm technology ethics and its guidelines is very limited, they have some concerns about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algorithmic technology, and it is difficult to get effective relief when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infringed, they also call on all subjects to actively take responsibility, hopes to use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algorithm technology ethics and law to promot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the algorithm. Accordingly,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special legisl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view system for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algorith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are further put forward to ensure that the algorithm activities are et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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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index17]1  研究背景
人工智能算法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中，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多的便利，大幅度地提高了决策或服务的精准性与效率性，算法也逐渐成为公众熟知与密切关注的话题。然而，算法本身并非纯粹客观的技术工具，基于其独特的运算逻辑和数据资源的配置能力，正在重塑社会性结构与应用场景，公众也意识到了算法技术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张凌寒[1]、蔡琳等[2]研究提出的算法权力与个人权力的失衡、数字鸿沟的加剧，以及新型不正当竞争等一系列社会风险，这冲击了固有的传统观念，加大了传统科技伦理治理与现有法律体系规制的难度。针对算法带来的隐忧，近年来商业公司、学术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等以原则、准则、报告、白皮书、宣言、倡议等外在成文化的形式陆续制定算法科技的伦理文件，涵盖人类福祉、隐私、公正、安全、责任等价值基础[3]，算法科技伦理得以从传统科技伦理中演化而生，成为专门约束算法活动的新型伦理规范。
作为计算机科学与伦理学相交叉的新兴领域，算法科技伦理的核心内涵在于通过基本使命、伦理原则、行动指南的设定，确保算法及其相关主体在设计、开发和应用等阶段的行为活动，合乎主流的社会价值与特定的伦理规范。国内外对算法科技伦理的研究目前主要聚焦于算法社会的伦理风险以及算法科技伦理的制定生成、类型框架、理论前提、哲学思想、价值基础、基本准则、设计方法、建构进路等[4]。例如，有研究从生成论的视角出发，借助技术-伦理的框架来剖析算法科技伦理的类型与发展历程[5]；有研究基于算法伦理问题的形成原因或解决路径区分为原则式、过程式和伦理意识式这3种不同的进路[6]，或者是定位式、嵌入式、规范式的研究进路；有研究将算法科技伦理的设计作为重点，或是提出以义务论为基础建立道德算法[7]，或是强调从符号人文主义入手构建算法人文主义[8]，抑或是采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混合的方法实现算法的伦理赋予与嵌入；有研究对来自不同国家或国际组织发布的人工智能（AI）伦理文件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所发布的AI伦理指南在透明度、公正和公平、非恶意、责任和隐私等5个关键原则上达成了广泛共识[9]。然而，现有的研究过度关注算法科技伦理相对抽象、概念化的治理原则构面[10]，以及相对具体或针对性的治理策略与进路，但缺乏对算法科技伦理自身利弊的结构范式剖析与实际治理效果研究。
目前，算法科技伦理在外在形式上虽以成文化的文件呈现，但仍然囿限于单一且效力较低的伦理层面，在内容上仍未形成统一的规定，并且只是倡导性的规范与要求，由于其软法性、模糊性与弱操作性，导致难以产生显著的约束效果，因而，算法科技伦理的治理方式面临完善转型的紧迫需求。随着我国《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等政策文件的出台，将模糊的伦理框架落地为具体法律制度设计，关注与利用法律元素成为算法科技伦理的重要发展路线。值得注意的是，接纳伦理价值的法律需要从伦理的有效性中推导出自己的有效性[11]。基于此，有必要探索算法科技伦理的生成、内涵、结构等。本研究结合问卷调查的实证方案，力图对算法科技伦理的法制化进行全方位的考量论证与进路建构。
[bookmark: pindex21]2  算法科技伦理的生成与结构
在算法伦理相关文件发布浪潮中，算法科技伦理针对算法技术发展与应用过程中的伦理风险、伦理问题而适配形成，对算法技术具有规范、规制作用，亦是智能技术迭代下的伦理产物与社会现象，从逻辑上探讨分析算法科技伦理的生成与结构，可以为算法科技伦理法制化的因应奠定基础。
[bookmark: _Toc105862925][bookmark: _Toc106182746][bookmark: pindex23]2.1  算法科技伦理的生成
算法作为与现代信息技术同时产生的产物，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历史发展时期，逐渐从传统的“输入-输出”型计算机算法转向具有深度学习能力和自主化决策能力的人工智能算法[12]，成为相关领域最前沿的对象之一，也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技术类型。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与核心，算法技术日趋成熟与独立，支撑着生产运转与服务效率，重塑着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全新而又复杂的利益冲突与伦理问题。例如，算法越来越多地代替人类公共领域作出决策，异化为一种“算法权力”[13]；又如算法正在描述人、塑造人、对人进行安排，挑战人类的主体地位。当传统科技伦理所赖以存在的行业场景、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时，目标治理对象由计算机、冶金陶艺、扫描打印等技术向智能算法技术转变[14]，传统科技伦理旨在解决的伦理风险亦被算法时代所覆盖、吸收，致使传统科技伦理在应对算法技术及其引发的伦理风险时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自2016年以来人工智能勃兴，成为互联网、大数据之后第三波信息革命，商业公司、学术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等纷纷致力于算法伦理文件的制定，据不完全统计，2016—2021年全球与算法相关的伦理规范文件已达174部（见表1），分布广泛（见表2）。在技术迭代的洪流与伦理文件的塑造中，一种新型科技伦理——算法科技伦理应运而生。
[bookmark: sys25045][bookmark: pindex25][bookmark: PePindex25]               表1  全球与算法相关的伦理规范文件统计      单位：部
	年份
	数量
	年份
	数量

	2016
	9
	2019
	34

	2017
	27
	2020
	31

	2018
	63
	2021
	10



[bookmark: sys43065][bookmark: pindex43][bookmark: PePindex43]                        表2  算法伦理相关规范文件的国家和机构分布统计             单位：部
	主体
	数量
	主体
	数量
	主体
	数量

	阿联酋
	2
	芬兰
	4
	日本
	6

	爱尔兰
	3
	韩国
	3
	瑞典
	1

	澳大利亚
	2
	国际组织
	17
	土耳其
	1

	丹麦
	4
	荷兰
	4
	西班牙
	2

	德国
	7
	加拿大
	4
	新加坡
	4

	俄罗斯
	1
	美国
	48
	印度
	1

	法国
	3
	挪威
	1
	英国
	17

	梵蒂冈
	1
	欧盟
	16
	中国
	22



[bookmark: PePindex99]算法科技伦理是指在算法技术的设计开发与测试应用中，依照现实与理想中的社会关系，算法本身以及相关主体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更广义的还包括算法活动所涉及的伦理关系、伦理要求、伦理责任等[15]。作为一种新型伦理，算法科技伦理是算法技术应当考虑与注意的问题，也是科技伦理的重要研究方向，更是算法时代最为突出的伦理表现。
[bookmark: pindex100]2.2  算法科技伦理的结构
从总体上看，各大算法科技伦理文件内容基本相似，而算法科技伦理也进入框架和体系的讨论阶段,在横向上形成了涵盖技术标准、行业要求、政策法规、公司倡议等多层次的伦理框架[16]，如表3所示。其中，某些伦理准则由大型企业或行业协会提出，要求其员工或者成员在算法开发与应用过程中应当遵守其制定的各项原则，伦理规范执行主要依赖自我约束；还有些伦理原则提倡在国家政策法规的指引下推进算法向标准化、合乎伦理化方向发展，针对较为普遍的侵权问题比如隐私保护，则要求适用相应的单行法。
[bookmark: pindex102][bookmark: PePindex102]表3  国内外部分算法科技伦理相关文件
	文件名称
	主体
	年份
	外部结构
	来源

	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中国
	2019
	原则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

	人工智能北京共识
	中国
	2019
	共识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等

	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中国
	2021
	规范性文件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

	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
	美国
	2017
	原则
	生命未来研究所（FLI）

	关于算法透明和问责的声明
	美国
	2017
	倡议
	计算机协会公共政策委员会

	IBM 认知时代的原则
	美国
	2017
	原则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

	斯坦福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倡议
	美国
	2018
	倡议
	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

	人工智能研发指南草案
	日本
	2017
	指南
	日本总务省MIC

	人工智能伦理准则（AI Code）
	英国
	2018
	准则
	议会下属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

	蒙特利尔人工智能负责任开发宣言
	加拿大
	2018
	宣言
	蒙特利尔大学人工智能伦理小组

	德国电信的人工智能准则
	德国
	2018
	准则
	Deutsche Telekom公司

	人类如何保持优势？关于 Al 算法引发的伦理问题的报告
	法国
	2017
	报告
	数据保护监管机构（CNIL）

	人工智能伦理原则
	韩国
	2019
	原则
	三星公司

	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伦理框架
	爱尔兰
	2019
	框架
	埃森哲公司（Accenture）

	算法的道德——对人工智能系统伦理的贡献
	荷兰
	2020
	白皮书
	恩智浦半导体公司

	迪拜的人工智能原则
	阿联酋
	2018
	原则
	政府机构Smart Dubai

	西班牙电话公司的人工智能原则
	西班牙
	2018
	原则
	西班牙跨国电信公司Telefónica

	人工智能与隐私
	挪威
	2018
	报告
	挪威数据保护局

	数据伦理影响评估
	丹麦
	2021
	原则
	智囊团 DataEthics.eu

	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作：经济、就业、技能与伦理四个视角
	芬兰
	2018
	报告
	经济事务与就业部

	讨论文件：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印度
	2018
	战略
	国家转型研究所 （Niti Aayog）

	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建议模型：指导原则（第二版）
	新加坡
	2020
	原则
	个人数据保护委员会与信息媒体发展局

	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发展人工智能的俄罗斯联邦总统令
	俄罗斯
	2019
	法律
	总统办公厅

	可信人工智能伦理指导原则
	瑞典
	2019
	原则
	Telia 公司

	利用人工智能作出决策：解决算法偏见问题
	澳大利亚
	2020
	报告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等

	人工智能伦理罗马宣言
	梵蒂冈
	2020
	宣言
	梵蒂冈生命科学院、微软等

	土耳其电信人工智能原则
	土耳其
	2020
	原则
	电信公司Turk cell

	人工智能伦理十大原则
	国际组织
	2017
	原则
	全球工会联盟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
	国际组织
	2021
	建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关于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自主”系统的声明
	欧盟
	2018
	原则
	欧洲科学与新技术 伦理组织

	可信赖人工智能伦理准则
	欧盟
	2019
	准则
	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高级专家组



[bookmark: PePindex264]从纵向上来看，算法科技伦理形成了上、中、下3个层次的具有逻辑性的体系结构[17]。首先，上层为算法科技伦理的基本使命，例如维护人类根本利益、构建可信赖的算法等，其中使命本身亦是一项具有更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伦理准则，涵盖了其他基本伦理原则的内涵，用于指导算法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以及中下层内容的确定与完善，代表着发布者关于算法技术的基本价值观和态度；其次，中层为各项算法科技伦理基本原则，例如尊重隐私、公平公正、安全可控、透明可释等，这些原则既是基本使命的具体体现，又为下层提供引导；最后，下层为不同应用场景下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当然，这个体系结构可能并不能完全地包含所有算法科技伦理准则的内容，但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种力量共同解决算法科技伦理问题，推进算法技术及其产业合乎伦理地安全有序发展。
[bookmark: _Toc106182758][bookmark: _Toc105862937][bookmark: pindex265]3  算法科技伦理法制化的理论证成
算法科技伦理已经成为独立的科技伦理类型，其内容的制定引起了国际上的密切关注与广泛讨论，然而，算法科技伦理并非毫无漏洞，其本身的结构范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加之算法社会的伦理风险更具强危害性、不确定性、广渗透性、难以察觉性等特征，导致并未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因而需要融合法律手段实现范式的转型与效力的进阶。
[bookmark: pindex267]3.1 算法科技伦理的自律规制失范
结合传统技术伦理的规制模式，算法与算法科技伦理的关系应对可以体现为以下几种方式：第一是直接将算法科技伦理嵌入算法设计中[18]，让算法具有伦理价值判断与选择的能力，成为伦理道德的思考者与行动者，促使算法作出合乎伦理的决策和行为，深刻体现人们所共同追求的伦理价值；第二是直接对算法进行算法科技伦理的规制，让算法的设计、运行和发展都符合算法科技伦理要求，限制在其设置的框架范围内。第一种方式强调在算法运行时将伦理嵌入其中，更好地实现算法积极效果的发挥。但这种方式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需要事先设定一套统一合理且合适的伦理标准，二是需要将这些伦理价值或准则精确地编译成代码或者公式最后融入算法的运行过程。显然，这两项任务都难以轻易完成。第二种方式备受关注与推崇，侧重于对算法进行伦理约束，通过算法科技伦理的运行机制来约束与规范算法活动。但由于算法具有不透明性、不确定性、有限自主性、难以问责性等独特性质，人类自主性消解、隐私空间坍塌、社会公正危机、数字公民异化等伦理风险迭出[4]，以及算法科技伦理的软法性、内化性、倡导性等，这种仅仅基于自我约束反思、他人评价矫正的伦理规范治理方式似乎难以发挥强有力的风险预防与行为规范作用[19]。算法科技伦理的自律规制注重伦理风险的事前预防，通过倡导性的规范将矛盾化解于后果产生前，但这与涉及主体众多的算法技术的运算逻辑不相匹配[20]。而伦理责任、惩戒方式的缺失与不明确，又使算法科技伦理的治理乏力成为必然。
[bookmark: pindex269]3.2  算法科技伦理法制化的转型证成
既然算法技术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重大风险源，为了人类的生存与社会的稳定就必须采取措施控制算法技术本身及其应用所引发的社会风险。除伦理控制外，社会风险控制的手段还包括技术控制、法律控制等[21]，这些手段对人的行为与选择都有一定的约束，都可用于防范算法技术所引发的伦理风险。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由于算法技术或者这些社会风险控制手段自身的特性，可能会具有不同的控制效果，甚至出现不适用的情形。 
技术控制是指采取某些技术措施，以技术应对技术的方式防范伦理风险。但在算法从纯粹的理论与模型研究转向解决民众实际问题的发展过程中，其表现出与传统计算机算法和传统技术不具备的特质，这些特质导致难以用技术来解决算法引发的伦理风险，从而难以产生良好的风险防范效果[22]。再者，以技术解决算法技术问题之时，前者是否会产生新的伦理风险尚不可知，这就陷入了逻辑的悖论。
法律控制与其他约束手段相比更具强制力和威慑力，可以通过建立强有力的约束与制裁机制来确保人们对基本要求的服从。法律的控制作用表现在，可以通过相关立法保证技术活动的正常运行，将算法活动主体的行为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然而，算法技术仍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正在逐步打破现有的法律监管体系，其更新迭代也远远领先于法律的制定速度，如果采用追逐技术热点的立法模式又容易导致立法的混乱，而过早地用法律对算法进行规制又容易限制算法的发展。因而，单一的法律控制手段虽然能够最为有效地应对算法伦理风险，但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法律与伦理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目标，伦理是法律制度的渊源与基础，法律可以为伦理运行提供保障[23]，因而在算法技术伦理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约束与治理作用时，可以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实施具体的配套措施，实现算法科技伦理的法律化[24]。法律制度能够借助其强制性与自上而下的推动性化为传播算法技术伦理的有效手段，提升算法活动主体的自觉性。不仅如此，算法技术伦理因为有些原则过于抽象，可操作性不强，没有设定比较明确的义务和责任，相关主体没有一定的方向指引，纯粹依靠内心的约束也忽略了现实的要素。法律制度能够设定明确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并通过强制性的成文规定使这种算法技术上的道德义务更加明确生动，从而便于参照[25]。法律制度是具体明确的行为规范，可以发挥其确定性与制裁性的效用优势，加强算法技术伦理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另外，当前也尤其需要通过法制手段改善“技术在前、伦理在后”的情形，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算法技术伦理的内容并上升到法律规范层面，实现算法技术伦理的自律与他律相结合，构建良好的算法技术伦理法治治理体系。
[bookmark: pindex274]4  算法科技伦理法制化的实证调查方案
[bookmark: _Toc105862938][bookmark: _Toc106182759]算法技术伦理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其法制化转向已成必然，但这一命题还需具备一定的实践依据，为此需要对算法技术伦理法制化是否具有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实证调查与分析。
[bookmark: pindex276]4.1  法制化查明的问卷设计与量表开发
为了更加详细、具体、深入地了解当前算法科技伦理的认知和实践现状，使算法科技伦理法制化的必要性更具有说服力、算法活动中的问题以及法制化路径更具有确定性，本研究采用在线问卷以检验提出的假设，基于假设模型和先前相关研究结论进行问卷设计。调查问卷的题数总共21道，包含个人基本信息题目5道、对算法科技伦理的了解程度题目2道、对算法技术和应用的感受及态度相关题目9道、对算法科技伦理以及法制化的想法和建议相关题目5道。调查共回收368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342份。在回收样本中，男性共有152人，占比为44.44%；女性共有192位，占总样本数量的55.56%，男女比例近似为 1∶1，因而样本符合人口统计学特征。
问卷设计中，首先选取人类福祉、公平公正、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包容共享、透明可释、共担责任这7项伦理原则作为一级指标，构建7项一级指标共29项二级正项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4所示。同时，经过信效度的检验，7项变量的克朗巴哈值均大于阈值0.70，分析项的CITC值（校正项总计相关性）均大于0.40，说明这些分析项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关系，同时也说明信度水平良好。综合来看，研究数据信度系数值为0.99，高于0.90，这说明数据信度质量高，可用于进一步分析。再者，由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的因子载荷计算各变量的共同度（公因子方差），结果均约等于或大于阈值0.50，即问卷也具有较好的效度，可以进行后续分析。
[bookmark: pindex279][bookmark: PePindex279]表4  算法科技伦理原则评价指标体系
	[bookmark: _Hlk101208376]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A人类福祉
	A1：算法必须帮助个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健康和工作条件

	
	A2：算法必须允许个人追求他们的喜好，只要他们不伤害其他众生

	
	A3：算法必须允许人们锻炼他们的精神和身体能力

	
	A4：算法绝不能成为疾病的来源，除非它能让我们获得比其他方式更优越的福祉

	
	A5：算法的使用不应该增加压力、焦虑或被数字环境骚扰的感觉

	B公平公正
	B1：算法技术应促进公平公正，保障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促进机会均等

	
	B2：采集的数据应尽可能代表受影响人群

	
	B3：应采取措施缓和并揭露数据集本身固有的偏见

	
	B4：重要的决策应能证明是公平的

	
	B5：开发者应尽力减轻他们所设计的系统中固有的偏见

	C包容共享
	C1：算法应促进绿色发展，符合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要求

	
	C2：算法应促进协调发展，推动各行各业转型升级，缩小区域差距

	
	C3：算法应促进包容发展，加强人工智能教育及科普，提升弱势群体适应性，努力消除数字鸿沟

	
	C4：算法应促进共享发展，避免数据与平台垄断，鼓励开放有序竞争

	D尊重隐私
	D1：算法发展应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充分保障个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D2：在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处理、使用等各环节应设置边界，建立规范

	
	D3：完善个人数据授权撤销机制，反对任何窃取、篡改、泄露和其他非法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

	E安全可控
	E1：算法系统应不断提升透明性、可解释性、可靠性、可控性，逐步实现可审核、可监督、可追溯、可信赖

	
	E2：算法系统将是内部和外部安全的，并由人类控制

	
	E3：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算法系统应能证明在它的全部使用周期中是安全可控

	
	E4：算法系统不应该具备能够自主地伤害、摧毁或欺骗人类的能力

	F共担责任
	F1：算法研发者、使用者及其他相关方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自律意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道德和标准规范

	
	F2：建立算法问责机制，明确研发者、使用者和受用者等的责任

	
	F3：算法应用过程中应确保人类知情权，告知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影响

	
	F4：防范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非法活动

	G透明可释
	G1：民众需要了解算法系统如何运行，以便了解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G2：对于系统决策过程、数据构成、系统开发者和技术实施者意图，能够准确描述、监督和重现

	
	G3：当事故发生时，算法和相关数据将需要对事故调查员透明和负责，以便了解导致事故的过程

	
	G4：确保算法系统的可追溯性，向不同涉众充分沟通算法系统的功能和限制


[bookmark: _Toc106182761][bookmark: _Toc105862940]
[bookmark: pindex341][bookmark: PePindex341]4.2  问卷调查的结果与结论分析
[bookmark: pindex342]4.2.1  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1）对算法科技伦理的了解程度。从是否了解“算法科技伦理”或者“人工智能伦理”的概念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来看，有209人是有听说过这一概念并具有一定了解的，占比为61.11%；完全不知道这一概念的有106人，占比为30.99%；而很了解这一概念的仅有27人，占比为7.89%。
从是否关注国内外近年来发布的有关算法科技伦理的政策性、法律性文件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来看，有117人听说过但具体没有关注这些消息或者文件，占比为34.21%；听说过并有一定了解的有92人，占比为26.9%；有关注并看过相关介绍和新闻报道的有40人，占比为11.7%；而非常关注并阅读过政策和法律文件的人数仅有15人，占比为4.39%；同时不了解的人数多达78人，占比达到了22.81%。
由此可见，很大一部分公众对算法科技伦理的概念及相关伦理准则文件停留在听说、有一定了解这一浅层阶段，完全了解和关注的人数还是相对较少，而却有极大一部分人面临完全不知道、完全不了解的境况，这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反差与对比。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公众对具有专业性与不透明性的算法技术及其理论知识过于陌生，另一方面是由于算法科技伦理及其准则的普及还不够广泛与深刻，从根本上制约了公众的了解程度，导致公众认知严重不足。
（2）对算法技术及其应用的感受和态度。从对算法技术所持有的态度来看，绝大多数人（190人，占比为55.56%）认为算法是偏正面，算法技术的发展总体上将造福人类，但是却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有49人认为算法是非常积极，人工智能算法发展将造福人类，占比为14.33%；认为算法是偏负面，算法技术的发展总体上会给社会问题带来不确定性，但是认为在局部的发展对社会有益的人数有34人；认为算法技术将会减损人的主体性、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造成隐私的泄露，应该严格限制的人数有27人；当然，也有42人认为难以对算法技术进行评价。
从对算法技术在司法中的应用给用户带来的感受这一问题来看，大部分人认为其程序公开透明、方便高效、精准打击违法行为、电子取证便捷的分别有127人、182人、138人、178人，都是较为积极的感受；而认为其会增加压力与负担的有46人，占13.45%；对此没有感受以及因未曾使用而不了解的总人数为107人，占据将近1/3，说明仍然有一部分人未体验到算法技术在司法当中的应用所带来的改变或福利。从对算法的自主化决策在行政领域的应用给用户带来的感受这一问题来看，有130人认为应当由人作出决策而不是算法，而认为导致程序不够公开透明、增加压力和负担的人数分别为87人、70人。从这几组数据来看，算法的自主化决策在行政领域的应用面临着一些伦理问题，当然，其带来的便利也不可否认，有145人认为其方便高效。
从算法个性化推荐与分发技术在新闻资讯、娱乐以及购物领域的应用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消极影响以及需要哪些改进措施这一系列问题来看，积极影响方面选取人数从高到低依次为满足个性化信息和情感需求、挖掘客户的潜在兴趣爱好、方便快速获得想要的内容、缓解了由于信息过多造成的焦虑感、提高信息的传播速度以及网络参与意识壮大，分别有215人、210人、207人、129人、121人、60人；消极影响方面各选项选取人数较为平均，其中认为其侵犯个人隐私的人数最多，有201人，仅次于此的是有188人认为其强化固有偏见、形成思维定式、不利于创新，这为论证算法易引发隐私侵犯以及“信息茧房”的风险提供了数据支撑；改进意见方面人群主要集中在算法平台要加强对隐私条例的遵循、优化算法推荐技术、全面客观地反映热点事件这几个选项，分别有213人、196人、181人，这有利于为选取合理的算法技术治理路径提供意见。
从对目前算法技术各类应用所存在的隐私风险的态度来看，有228人认为在无法保证隐私前提下应严格限制技术使用，技术发展不能以侵犯个人隐私为代价；有212人认为技术发展不可阻挡，可以在发展中逐步完善；而有152人认为对于侵犯隐私很无奈，该用还得用。由此而言，公众希望能够算法技术的各类应用能够保护用户的隐私安全，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公众在面临算法对其隐私的侵害时表现得较为无奈。究其原因在于用户对各种应用平台逐渐依赖，但忽视了隐私条款的各种设置或者无法选择拒绝平台提供的隐私格式条款，这使得平台在这一类条款的设置方面对大多数用户而言已然形同虚设。
从自身遭受算法技术损害的公众会选取何种途径来维权这一问题来看，选取网络平台维权这一途径的人数最多，向政府部门举报次之，分别有192人、174人；选取去法院起诉、与企业协商的分别有144人、125人，但仍然有114人感觉到有心无力、无所适从。在此类问题的维权途径上，绝大多数用户认为各方主体应该多加配合，这将为构建算法科技伦理法制化的路径提供有力借鉴。
从算法可能引发的伦理风险这一问题来看，选取标签化效应，以及侵害个人隐私甚至集体隐私、抑制公民知情权这两大风险的人数均超过200人次，分别为229人、217人；当然，其他风险也不容忽视，选取的人次也较多，从高到低依次为削弱人的自主性或人的主体性消除、侵害社会公平与正义，以及算法难以问责，分别有170人、163人、119人。
[bookmark: _Toc106182766][bookmark: _Toc105173102][bookmark: _Toc105862945]（3）对算法科技伦理以及法制化的想法和建议。从认为算法设计和开发是否应当遵守相关伦理准则这一问题来看，绝大多数人（257人，占比达75.15%）认为算法活动是应当遵守相关伦理准则的，选择“否”以及“其他”的分别为49人、36人，侧面反映出公众对算法科技伦理的普遍认同。
从认为已经出台的各项算法科技伦理准则对算法活动规制的效果如何这一问题来看，有极大一部分人（141人，占比为41.23%）都选择不太清楚、缺乏相应的支撑材料，还有极大一部分人（114人，占比33.33%）认为算法的伦理要求仅限于道德上的倡议，并不足以产生有效的控制力；仅有66人认为已经出台的伦理准则能够有效地对算法活动进行规制。由此来看，各项算法科技伦理准则对算法活动规制的效果并不显著，面临难以量化与查验的困境。
从是否有必要对算法科技伦理纳入法制化范围这一问题来看，选择非常有必要、越早越好，以及科技政策或者伦理准则文件先行、总结出规律化再纳入法制化范围内这两个选项的人数相当，分别为131人、134人，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选项，但殊途同归，最后都意味着走向法制化的道路，这也反映了公众希望用法律的途径规制算法活动，使其符合伦理上的要求；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当前出台的各类算法科技伦理准则已经能够满足需要，不需要纳入，或者认为伦理本身就追求内心的约束，不能以法律形式强制要求，这提醒立法者应当把握伦理与法律这二者的关系和界限，可以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治理算法。
从对新发展阶段加强算法科技伦理有哪些建议这一问题来看，各个选项基本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其中有3条建议的选取均在235人次以上，每一条建议都有半数以上的调查对象支持，这为算法科技伦理法制化途径的构建提供了支撑。
关于算法活动应当遵循哪些伦理准则这一问题的统计结果，采用量表图分析法进行分析，统计每个选项的选取人数并计算各个指标的平均分。如表5所示，虽然各个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的平均分相差甚微，但仍然看出尊重隐私原则受到了绝大多数调查者的同意和支持，有关各项具体要求的评分也相对较高，而人类福祉原则的各项具体要求存在一些争议，离散程度较大，选择一般选项的人较多，因此应当妥善考虑人类福祉原则指导下各项具体要求的制定。具体而言，在人类福祉这一一级指标下，可以发现A5和A1评分较高，分别为4.12分和3.99分；从公平公正这一指标来看，各项二级指标评分较为平均，其中B1和B5评分较高，分别为4.13分、4.11分，这反映了公众希望算法设计者能够承担避免将偏见与歧视嵌入算法的义务，让用户能够享受公正的待遇和发展机会；从包容共享这一指标来看，各项要求都具有较高的评分，均在4.1分以上，其中C1和C3评分较高，分别为4.13分和4.12分，体现了公众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以及对消除各种鸿沟的渴求；而在尊重隐私这一指标上，各项评分均在4.25分以上，大多数人选择非常同意，这说明解决算法所引发的隐私侵犯、数据过度收集问题迫在眉睫；再者，从安全可控这一原则来看，E1和E4评分最高，均为4.22分，体现了对构建可信赖、可解释的安全透明人工智能算法的强烈需求；另外，在共担责任这一指标上，F4评分最高，为4.23分；最后，从透明可释这一原则来看，G2对于系统决策过程、数据构成、系统开发者和技术实施者意图能够准确描述、监督和重现评分最高，为4.22分。综合来看，算法活动应当遵守的7项伦理原则的评分都较高，除了人类福祉这一指标外，各项原则评分均在4分以上，即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同意和支持，这有利于为明确算法科技伦理法制化的内容和范围提供方向指引。
[bookmark: pindex357][bookmark: PePindex357]表5  算法活动应当遵循的伦理准则各项指标调查结果统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总
平均分/分

	
	指标
	非常不同意（1分）/人
	不同意
（2分）/人
	一般
（3分）/人
	同意 
（4分）/人
	非常同意
（5分）/人
	平均分/分
	

	A
	A1
	9
	18
	62
	131
	122
	3.990
	3.928

	
	A2
	15
	13
	82
	149
	83
	3.800
	

	
	A3
	12
	14
	72
	142
	102
	3.900
	

	
	A4
	10
	31
	69
	130
	102
	3.830
	

	
	A5
	9
	11
	45
	141
	136
	4.120
	

	B
	B1
	11
	13
	37
	139
	142
	4.130
	4.084

	
	B2
	15
	11
	46
	138
	132
	4.060
	

	
	B3
	12
	11
	40
	160
	119
	4.060
	

	
	B4
	15
	9
	44
	146
	128
	4.060
	

	
	B5
	16
	5
	47
	131
	143
	4.110
	

	C
	C1
	12
	12
	48
	119
	151
	4.130
	4.115

	
	C2
	11
	10
	42
	146
	133
	4.110
	

	
	C3
	14
	8
	47
	126
	147
	4.120
	

	
	C4
	14
	11
	44
	132
	141
	4.100
	

	D
	D1
	13
	12
	35
	97
	185
	4.250
	4.263

	
	D2
	15
	5
	30
	116
	176
	4.270
	

	
	D3
	7
	14
	39
	102
	180
	4.270
	

	E
	E1
	15
	6
	38
	114
	169
	4.220
	4.172

	
	E2
	13
	11
	50
	132
	136
	4.070
	

	
	E3
	14
	8
	40
	122
	158
	4.180
	

	
	E4
	13
	9
	41
	105
	174
	4.220
	

	F
	F1
	13
	12
	38
	122
	157
	4.160
	4.190

	
	F2
	13
	11
	35
	123
	160
	4.190
	

	
	F3
	16
	6
	38
	122
	160
	4.180
	

	
	F4
	11
	12
	38
	106
	175
	4.230
	

	G
	G1
	17
	9
	47
	128
	141
	4.070
	4.155

	
	G2
	13
	9
	33
	123
	164
	4.220
	

	
	G3
	12
	13
	39
	122
	156
	4.160
	

	
	G4
	13
	8
	39
	131
	151
	4.170
	



[bookmark: _Toc105862946][bookmark: _Toc106182767][bookmark: pindex637][bookmark: PePindex637]4.2.2  调查问卷结论分析
通过上述调查问卷内容展示和结果统计，可得出以下结论：虽然绝大多数接受调查者对算法持有正面、偏正面的态度，认为算法总体上将造福人类，认为算法技术在司法、行政、消费娱乐等领域的应用能够提高效率和便捷性、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但是接受调查者对算法技术的负面性所持态度也是高度一致的，认为算法技术会造成各种社会问题，引发削弱人的自主性、侵害社会公平与正义、标签化效应、侵害个人隐私甚至集体隐私等伦理风险，且自身利益遭受侵犯时求助无门；同时，社会上也存在着一部分未曾使用过相关算法应用、未曾享受到算法技术带来的各种福利与机会的群体，这与公众所倡导的共享理念存在着实际偏差，公众一方面主动享受或不得不享受算法所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又对此存有或深或浅的担忧。此外，调查结果显示，算法活动应当遵守相关的伦理准则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算法科技伦理准则对算法的规制效果并不显著，因而希望将算法科技伦理纳入法制化范围，通过加强科技伦理的教育宣传、发挥各个协会与组织的作用、建立算法科技伦理规范体系等各种法制化途径成为必要的选择。
综上所述，公众对算法科技伦理及其准则文件认知十分有限，对算法技术的广泛应用存在着一定的担忧，在自身合法权益受侵犯时难以得到有效救济，并呼吁各主体积极承担责任，希望采用算法科技伦理与法律二者有机结合的手段以促进算法的良性发展。因此，这为算法科技伦理的法制化研究提供了方向性指引和必要性支撑。
[bookmark: pindex640]5  算法科技伦理法制化的路径
[bookmark: _Toc105862961][bookmark: _Toc98853476][bookmark: _Toc106182782]在对算法科技伦理法制化的必要性需求与因应逻辑进行论证后，应当构建配套的法律制度提高各项算法技术伦理原则的法律效力，将算法本身以及行为主体应当遵守的伦理要求、承担的伦理责任转化为法律要求、法律责任，确保算法活动合乎伦理。
[bookmark: pindex642]5.1  开展算法科技伦理专门立法
算法科技伦理法制化的重要路径便是推动算法科技伦理的专门立法。开展宏观层面的立法活动，有利于加强伦理与法律的有机结合，实现从内到外全方位、全过程的算法治理，促进“硬法”与“软法”的结合与协作；有利于整合分散的算法科技伦理文件，形成多层次的治理张力，构建多维度的算法科技伦理法制化体系。开展算法科技伦理专门立法，应当探析算法引发的伦理风险，综合考虑不同环节、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明确伦理原则、伦理关系、伦理责任、审查监督、奖惩机制以及救济程序等内容。
关于伦理原则，当今国内外发布了各式各样的伦理文件，然而立法不可能将所有涉及的伦理原则都纳入法制化范围。我国《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提出了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这五大科技伦理准则[26]，这为明确算法科技伦理的各项原则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因此，结合本研究的问卷调研结果，从各有关伦理文件中总结出共同提及的伦理原则，目前提及次数较多的包括增进人类福祉、尊重隐私、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安全可控、责任与问责制、透明可释、开放协作，因此在立法过程中可以将这8项伦理原则作出法律上的明确。鉴于伦理原则具有抽象性与模糊性，立法过程中还应体现其具体内涵和要求，对其进行官方解读，为公众提供明确的方向指引。
关于伦理责任、审查监督、奖惩机制以及救济程序等，可以采取权利义务规范模式和确定程序规制模式[27]。第一种模式是以列举和兜底条款的方式对某些主体应当履行哪些义务、承担哪些责任以及对某些行为进行允许和禁止性规定，能够高效且低成本地预防伦理风险，对违反伦理原则的行为进行惩戒。在这种模式下，伦理关系向法律关系转变，伦理要求转化为法定要求，伦理责任兼具法律责任属性。第二种模式是对某些具体场景下的伦理违背事件进行程序性的规定，通过确立伦理反思、伦理审查、伦理监督、权利救济等程序，在产生伦理纠纷时分配至各个相互制衡的决策机构使之得以解决，从而提高治理效率。具体而言，部分事项可以由司法机关对争议进行审判以保障受害人的救济权，可以由相关部门设定伦理许可条件或者实践标准，以及可以由专门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监督等。 
[bookmark: _Toc106182785][bookmark: _Toc2325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1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677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5862964][bookmark: _Toc475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841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8853477][bookmark: _Toc6977][bookmark: pindex646]5.2  建立算法科技伦理审查制度
随着算法技术与人的关系日益密切且伦理问题愈发凸显，结合《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提出的建立科技伦理审查制度、严格科技伦理审查、开展科技活动应进行科技伦理风险评估或审查，有必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立专门针对算法科技伦理的审查制度，这也是引领算法技术整体向善发展、及时解决算法伦理冲突以及促进算法科技伦理法制化最具成本优势的路径。
2017年我国党中央出台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区域伦理委员会的设置，在该政策的支持下，北京、上海等地已经成立了区域伦理委员会，与此同时全国性的科技伦理委员会已经建立，但其具体的运作模式以及职能义务等尚未公之于众。此类通过法律确认的科技伦理审查机构已经广泛应用于医药生物领域[28]。因此，我国可以成立算法科技伦理委员会，作为审查算法本身以及各个行为主体的活动是否合乎伦理的专门机构，同时考虑到政府制度的衔接成本，应当通过立法提高算法科技伦理委员会的正式化水平。这种方式亦广泛被国外所采纳，如丹麦于1988年颁发《伦理委员会组建法案》建立丹麦伦理委员会，德国于2007年颁发《道德委员会法案》（The Ethics Council Act）确立德国伦理委员会的基本建制。
对算法科技伦理委员会进行基本法律制度的设定，应当包括算法科技伦理委员会的设立标准、运行机制、登记制度、认证机制、权利义务等内容[29]。算法科技伦理委员会应当积极履行伦理审查的关键职能，依职权或依申请对研发的各类算法技术、算法应用和主体行为活动等进行伦理审查；根据伦理审查的结果或报告，可以对存在违背算法科技伦理的技术行为提出整改意见，对严重违反相关要求并造成一定后果的行为可以向司法部门提供相关情况说明，实现以算法伦理委员会为保障的秩序运行。
6  结论
算法科技的发展应用诱发了一系列社会风险，加大了伦理治理与法律规制的难度，为此国内外出台了众多针对算法的伦理文件，算法科技伦理便在这一情景下应运而生。本研究通过剖析算法科技伦理的生成逻辑与内涵结构，发掘算法科技伦理因其外在形式的单一性、低效力性与内容要素的软法性、倡导性而导致的自律规制失范现象，证成算法科技伦理法制化转型的必然性；同时，以在线问卷设计实证调查方案，查明算法科技伦理法制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此外，在算法科技伦理的法制化进路中，提出开展算法科技伦理专门立法、建立算法科技伦理审查制度等有效路径，以法律强制的方式提升算法科技伦理的约束力与执行力，从而促进算法社会的良性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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